
“广州英语”与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吴义雄

内容提要　从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 ,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是被称为

“广州英语”的一种变种英语。它起源于出现时间更早的澳门葡语 , 由广州口

岸从事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的人群所发明。 它主要以口语的形式存在 , 在发

音 、造句等方面深受汉语 、广州方言和澳门葡语的影响 ,与正宗的英语相距甚

远。19 世纪 30 年代后 ,出现了若干种用作教材和词典的广州英语词汇书的

刻本 ,标志着中西交往持续发展背景下广州英语应用范围的扩大。广州英语

在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充当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

的共同语言” 。 19 世纪 60 年代后 ,因广州在中西关系中的地位下降 ,上海成

为新的贸易中心 ,广州英语的地位亦被洋泾浜英语所取代。由于此类变种的

英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人在 19 世纪前期就开始了寻求正确的英语知

识的努力。

关键词　广州英语　中西交往　澳门葡语　洋泾浜英语　词汇书

语言沟通是民族或国家之间在所有层面上相互交往的必要前

提。从 18世纪初到 19世纪中叶 ,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是一种被

称为“广州英语”的奇特语言 ,在英文中被称为 pidgin 或 pidgin

English 。pidgin一词的含义较“广州英语”宽泛 ,但不少辞书都指

出 ,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人对英语 business的误用 ,它的原意是指中

国人与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之间使用的一种变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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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语言 ,学术界的研究是明显不

足的 。笔者检索过 10多种重要的英文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 ,看到

了数以百计的研究 pidgin的论著篇目 。但这些论著中没有一篇是

研究作为 pidgin的原始含义的广州英语的 ,它们主要讨论非洲 、大

洋洲和南北美洲土著民族将本民族的语言与英语 、法语 、荷兰语等

相融合而产生的交际语言 ———以 pidg in为其通用名称 。在国内 ,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不少学者已进行了认真的探

究 ,成绩斐然可观 ,但对于这种交流的基础———中西语言沟通的状

况 ,则鲜见专门讨论 。① 近年 ,周振鹤先生发表了探讨“广州英语”

(周先生称为“广东英语”)和“洋泾浜英语”的几篇论文② ,为进行

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不过 ,对这种语言作细致的考

察 ,以揭示其具体面貌 、演变情形和历史作用的研究成果 ,则依然

缺乏 。

本文将利用笔者近年陆续收集到的一些资料 ,就鸦片战争前

后作为中西交往主要语言媒介的“广州英语”的有关情况及其在中

西交往中的作用与地位 ,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专门的探讨 ,希望得到

有关专家的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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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振鹤先生的《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 1998年第 4期)对广州英语的词

汇书《红毛番话》产生的背景进行了概略的论述 ,着重尝试为 400个左右的广州英

语词汇找出相应的英文单词;他的《随无涯之旅》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收有《书同文与广方言》 、《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 、《别琴竹枝词笺释》

等文章 ,侧重论述 19世纪 60年代以后流行于上海等地的洋泾浜英语的有关情况 ,

但也对此前的广州英语的情形有所涉及。

章文钦先生发表过专题论文《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初探》 ,载《岭峤春秋———岭南文

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版。该文以论纲的形式 ,对“广东葡

语”和“广东英语”的情况作了简略的介绍。刘圣宜 、宋德华著《岭南近代对外文化

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对此也有所介绍 ,见该书第 85—88页。



(一)

我认为将 pidgin(有的地方写作 pigeon)English翻译成“广州

英语”可能更恰当一些(19 世纪 60年代后则应称为“洋泾浜英

语”)。这是由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的一种语言 ,但没有文献资料表

明中国人自己对这种语言有何恰当的称谓 ,倒是有一些外国人对

它进行了命名。现在有的作者将之称为“广东英语” ,主要是根据

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的《广州番鬼录》中译本的译法 。但

亨特给pigeon Eng lish下的定义是:“这个名词 ,是专指在广州的中

国人与`西洋人' 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 。”

他还指出 ,这种语言“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 。①

显然 ,这种语言的发源地和早期的主要使用地都是广州。美国人

卫三畏(S.S.Williams)在专门谈论这种语言的文章中 ,将之当作

一种在广州使用的“粗俗土语” ,并明确说“这种土语被称为广州英

语”(“ the jargon called Canton-English”)。他还进一步解释说 , “正如

它的这个名称所显示的 ,广州是它合适的用武之地 ,在这里它被说

得最为正宗”。②这些都证明这种语言的正确称呼应是“广州英语”。

正如亨特所指出的 ,广州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③ ,

主要运用于商业贸易和日常往来当中。这种由中国人发明的“外

语” ,完全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造 ,是中外贸易的产物。卫三畏具

体指出 ,“支配了中国人心灵的利益 ,诱使他们去获取与外国人交

易的资质” ,为了与满嘴“番语” 、“鬼话”的西方人沟通 ,他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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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广州番鬼录》 ,第 45页。

S.S.Williams , “ Jargon S poken at Canton” , Chinese Repository , Vol.4 , p.432.

〔美〕亨特著 ,冯树铁等译校:《广东番鬼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44页。



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拾取片言只字。为了得到机会 ,他们逗

留在十三行 、街上的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光顾之地 ,不久就能

够用广州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 。” ①

卫三畏的这一段描述只是提供了广州英语形成的一个侧面 ,

并不能说明它的起源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广州英语是从“澳门葡

语”脱胎而出的 。“澳门葡语”曾被《澳门记略》的作者称为“澳译”②。

如果说广州英语是中国人在广州发明 、主要应用于广州口岸中西交

往的语言的话 ,那么澳门葡语就是中国人在澳门发明 、主要用于澳

门的与葡萄牙人交往的语言。澳门葡语的出现比广州英语更早。

英国人在 18世纪开始成为中西贸易中的主角 ,这是广州英语产生

的直接背景 。在此之前 ,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中西关系中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 ,渴望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生计的中国人 ,发明了用

以沟通交往的澳门葡语。这种语言主要由“水手和店主”使用 ,是

“葡萄牙语和中国话的混合体” , “它的用法和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

语相较讹误如此重大 ,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 。③

亨特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

(广州英语)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

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

明 ,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

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 ,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

逐渐被吸收进去 ,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 ,葡语便只限在他们

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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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任 、张汝霖著 ,赵春晨点校:《澳门记略》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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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 。①

这段话有点含糊不清 ,但大致表明了他的看法 。所谓“葡萄牙

语和印度语的混合” ,当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澳门葡语 ,当时的西方

人没有给这种语言一个专门的称谓 。根据亨特的描述 ,广州英语

似乎是由澳门葡语直接演变而成的 。这是实际的情形 ,还是亨特

的猜想 ,现在已难以弄清 。但广州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 ,应当是没

有疑问的。亨特在这段话的下面给出了不少语源学方面的证据 ,

如广州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起源于葡语 mandar(命令)一

词 , compradore(买办)起源于 compra(买), Joss 起源于 Deos(宙

斯)” ,等等。② 卫三畏在一篇文章中也提供了一些例子 。如英文

g reat(大),在广州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 ,他认为这是从葡语相

应词 grande的读音演化而来的③,这都说明广州英语确是起源于

澳门葡语 。

广州是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然而当地居民使用的

语言或中国的官话都没有成为各方通用的语言 ,反而由当地人创

造出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 ,用于广州 、澳门等地的中西贸易和其他

交往之中 ,这不能不说是颇为奇特的现象。卫三畏指出:

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 ,到访的外国人都必定会花费时

间去学习当地的语言 。没有人会设想 ,到法国 、德国或印度访

问 ,却试图用一种外国语言来交流 。但在这里 ,情形却完全相

反。外国人从世界各地到中国贸易 ,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 ,但

仍需要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来做生意 。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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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到足够的广州英语用于交易 ,但极少有外国人会花费哪

怕一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中文。①

为什么会这样? 他总结出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 ,他认为清

政府为了贯彻闭关政策 , “禁止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 , “将胆敢向

化外夷人教授`中华上国' 语言的当地人斥为卖国贼” ,这就使各国

人士不能合法掌握中国本地语言作为正常的交际语言 。其次 ,西

方人学习中文困难太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入门教科书” ,加上

没有语法书和常用词汇书之类的读物 , “使很多人放弃了学习中文

的尝试” 。再次 ,中文的方块字非常难记 ,学习这种语言要耗费大

量的光阴。②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 ,就使广州英语这一奇特的语言

应运而生 。亨特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也写道:“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

短暂 ,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

言……此外当地政府也严厉禁止学习它 。” ③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后 ,限制民众与外国人交往 ,包括禁止向

外国人教授中国语言文字 ,此为事实。④ 不过 ,笔者认为 ,清政府

的禁令固然使外国人学习中文须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但这并不能

解释广州英语出现的原因。因为根据有关材料 ,广州英语出现于

1715年前后⑤ ,在此之前 ,还有性质相似的澳门葡语的流行。那时

·177·

“广州英语”与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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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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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页。后《中美望厦条约》第 18款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

教习各方言。”(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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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鬼录》 ,第 44页。

Chinese Repository , Vol.4 , pp.429—430.

Chinese Repository , Vol.4 , p.429.



清朝还未实行闭关政策 ,故并非闭关政策导致了广州英语的出现 。

另一方面 ,在鸦片战争之前 ,来华西人中就出现过一些精通中国语

言文字的专家 ,如《华英词典》的编著者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英国

伦敦会传教士还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 ,其宗旨之一就是为西

方人士提供汉语语言培训 。这都证明汉语的“难学”并不能够解释

广州英语产生的原因 ,同时也说明清廷的禁令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

当然 ,以上两个因素还是可以看作广州英语长时间盛行的外

在条件 。我认为 ,决定性的原因应当到发明澳门葡语和广州英语

的社会内部去寻找。只有当自己的生活与澳门 、广州的国际贸易

紧密联系 ,必须依靠这种贸易来确定自己生存方式的时候 ,人们才

会有足够的热情来学习和创造一种语言 ,并使之薪火相传 ,在一两

百年的时间内维持不坠。在清代 ,特别是 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惟

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后 ,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细致化 ,导

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群的存在 。这种社会经济现实 ,

应当看作上述两种语言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 。

(二)

现在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的 ,是鸦片战争前夕 ,即 19世纪 30

年代广州英语的大概情形 。有关记载和原始文献大致可以反映它

在这个成熟阶段的面貌。以下我们从语音 、词汇和会话三个方面 ,

对这种语言作概略的考察 。

广州英语主要是一种口头交际语言 ,因此 ,发音就成为它的首

要因素。它之所以被看成“粗俗难懂的土语” ,首先就因为它在发

音方面与真正的英语有相当的距离 。在没有专门学习场所 、没有

标准英语的教材 、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情况下 ,主要由下层

人士使用的广州英语在发音方面的偏差 ,是无法避免的。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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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在于人们将汉语或广州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入了这种“英

语” ———即时人所称的“番话” 。亲自考察过这种语言的卫三畏指

出:“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的特征 ,而(英文)单词中却包含许

多元音 ,成年人几乎无法正确地说出一个有 3到 4个音节的词 ,特

别是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当人们说这种词的时候 ,

发音便变得支离破碎 ,对不熟悉这种情况的外国人来说 ,几乎是无

法听懂的。”①从一般情况来看 ,汉语单音节的发音特征确实对学

习英语这种充满多音节词汇的语言有一定的影响 。

卫三畏还认为 ,由于发明和使用广州英语的基本上都是广州

地区的各色人等 ,这又使它的发音带上了广州方言的特色 。他认

为广州方言缺少 b 、v 、d 、r、st等音素 ,这样在广州英语中就分别以

p 、t 、l 、sz等取代 。②他的说法 ,并不完全正确。例如广州方言中 b 、d

还是有的。 v则是中国所有方言中共同缺少的 ,并非广州方言独

有的现象 , r也是大多数南方方言中所没有的 ,用 sz(相当于现代

汉语拼音中的 s)发 st(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 sh)的音 ,也是许多缺

乏卷舌音的方言的共同特点。将这些特征带进英语的发音 ,所得

到的结果当然很不准确 。此外 ,英语中 th这个音素 ,因汉语中没

有 ,所以广州英语也发不出。如 thing , 在广州英语中便发成

“听”③。所以 ,卫三畏在此所揭示的毋宁说是汉语发音特点对广

州英语发音的又一重影响 。

除以上两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外 ,广州英语的发音还以其他

一些方式偏离正确的英语发音。首先是读不准 ,即排除以上所说

的因素外 ,仍不能准确发音。如将 nephew 读成广州话中“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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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 。其次是不能将一个单词或词组的所有音素全部发出 ,如 red

发成“劣”的音 ,辅音 d不见了。① 再次 ,在一些以 t 、ch 、k等结尾的

单词后面 , 增加某种尾音 , 如 want 发成 wantchee , catch 发成

catchee , make 发成 makee , send发成 sendee ,等等 。②

不言而喻 ,广州英语的日常发音当然是综合了以上所有特征

的。那样说出来的“番话” ,“夷人”听起来的难度 ,不难想见 。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 ,广州英语最常用的词汇在 400

个左右。摆在笔者面前的一种广州英语的“词典”《红毛通用番

话》 ,大约在 19世纪 30年代刻印于广州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这种

语言的词汇约 380个 ,分为“生意数目门” 、 “人物俗语门” 、“言语

通用门” 、“食物杂用门”共 4项。其他几种现在可见 、可知的这类

“词典”也大致相同。当然 ,这些辞书可能未将广州英语的词汇完

全收录 ,但依据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推断 ,这种奇特语言的词汇量是

有限的 ,而且以贸易和日用为主。从《红毛通用番话》可以发现 ,名

词的数量最多 ,占三分之一以上 ,涉及贸易物品和日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 ,特别是“人物俗语门”和“食物杂用门” ,基本上是由名词构成

的。其次是数词 , “生意数目门”收录了 70多个 ,包括常用数字 ,和

各种计量单位(如“一两” 、“一尺” 、“一条” 、“半斤”之类)。再次是

一些常用动词(如生 、死 、来 、往之类),以及交易中常用的买卖用语

(如有 、要 、做 、行 、装等)。形容词很少 ,且多与生意有关(如贵 、贱 、

轻 、重 、红 、白)。副词 、介词则基本上没有 。这个小册子还收录了

一些常用的短语 ,如“几多钱” 、“买乜货” 、“照样” 、“唔做得” 、“就番

来” ,等等 。这些所谓短语 ,有些比较准确 ,有些则不然。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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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注音是“呶加利” ,相当于 you carry ① ,显然是出于自己创造 ,

与正宗英语无关 。

此外 ,在词汇方面 ,广州英语也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 。其

一 ,有些词汇来源于澳门葡语 ,如前面提到的 grande ,即属此类 。②

其二 ,有些是中国民间“语言学家”们创造出来的 。亨特认为有两

个“纯然来自汉语”的词需要加以注意 。一个是 chop ,它“字面上

的意思是某种文件” ,但同时它有着十分广泛的用途:

一个店主的账单是“ chop” , 上谕和官员的告示也是

“chop” ,运货的驳艇称为 chop-boat;它又是期票 、收据 、印花

或印信 、起落货物的执照 、商标 、或者特许状等的称呼 。一级

品用“一等 chop”表示;次等的根据其质量分为第六 、八或十

“chop” ,即最差的。

另一个有“无限”用法的词是“chow-chow” ,既可以形容“毫无

价值”的东西 ,也可以描述“极好的事物” 。③ 但 chop的多种含意显

然并非“纯然来自汉语” ,除英文中的原意外 ,它的多种用法也受到

印度贸易的影响 。

既然是一种主要作为口语存在的语言 ,广州英语的特色当然

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应用当中。亨特形容它是一种“没有句法 、也没

有逻辑联系的语言”④ ,这也是当时外国人对它的基本评价。有一

些句子严重偏离英语 。例如英语问候语“How do you do”在广州

英语中竟演变成“Can do”和“Can do , lo” ,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以

致让得到这种问候的外国人认为是一种侮辱 。但一般的对话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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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有规律可循 。这“规律”就是 ,没有人称 、数 、格 、时态 、语态等

的变化 ,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 ,各种句子成分基本上

按照汉语或广州方言的词序来排列 ,简言之 ,广州英语是一种按照

汉语的特征和习惯来表达的口语 。为了说明其具体状况 ,这里不

妨摘录一段广州英语的典型对话作为例证①:

　

广州英语对话

中国人:Chin-chin , how you

do ,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

外国人: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 , before t 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

中国人:Hi-ya , so , eh !What

thing w antchee?

外国人:Oh , some lit ty chow-

chow thing. You

have got some ginger

sweetmeat ?

中国人:Just now no got , 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utemeet.

笔者译文　　　

请请 ,您好 ,好长时间

没有见到你了 。

确实很长时间了 ,上

次我没到你这个店来。

哎呀 ,真的 ,呃 !您想

要什么?

噢 ,我想要些小东西。

您有生姜蜜饯吗?

现在没有 ,我想广州

很少有这种蜜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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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句对话体现了广州英语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情况 。其中

hab 是 have 的广州英语发音 ,my 是 I 的误用。我们还可以发现 ,

这个老练的外国顾客为了能够与中国商人交流 ,也不得不在一定

程度上使用广州英语 ,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 ,因为那个会说广州英

语的中国人听不懂真正的英语 。正如卫三畏所说的:“决不能假设

中国人能够在对话中听懂好的英语 ,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英语)是

很难理解的 ,就像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英语一样。”①因此 ,从实

用的角度来说 ,外国人也是广州英语的受惠者 。

虽然广州英语本身没有书面形式 ,但当时使用广州英语的人

中 ,有些人也可以读 、写英语文件。鸦片战争期间被征调到浙江的

广东通事 ,就能够翻译英军俘虏的供词 。② 甚至鸦片贩子也会写

“夷字书信” 。1838年在广东查获的两名犯人 , “与寄泊伶仃外洋

之得船熟识交结 ,谙习夷语夷字 ,间通书信 ,查询烟价”。③ 可见 ,

当时以广州英语为业的人 ,有些也在读写正规英语方面下过工夫 。

(三)

虽然我们知道澳门葡语是广州英语的母体 ,但对广州英语从

前者脱胎而出的过程却所知甚少 。马士在他的名著《东印度公司

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说道 ,最初来中国贸易的英国大班“首先需要

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 ,因为那正是澳门葡语盛行的时代 。所以 ,

“1637年 ,第一次来的英国人 ,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

事 ,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 。值得注意的是 ,马士又指出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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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起 ,中国商人本身学会一种古怪方言 ,即广东(州)英语 ,此

后变成中国贸易的通用语” 。① 这就使得 1715年成为一个具有特

殊意义的年份。

从 1637年到 1715年 ,广州的中国商民和被称为“红毛番”的

英国人已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交道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中国人渐

渐记住了后者一再重复的 、对生意来说至关重要的字眼 ,极力模仿

“红毛番话”那古怪的发音 ,然后按自己的语言习惯拼凑成句子 ,用

以完成日常接触沟通 。这样一种近乎文化奇迹的语言是不可能突

然出现的 ,在 1715年之前一定已经经历了日积月累的准备 。也

许 ,英国商馆的人员到 1715年才注意到这种语言 ,将它记录到东

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 ,而马士利用的正是东印度公司的档案 。

在这之后的 100余年间 ,广州英语无疑在中西贸易和其他交

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致取代澳门葡语作为新的“通用

语言” ,成为中国人与来自不同国家的西方人士沟通的语言媒介 。

但有关这 100余年间广州英语演变状况的文献和记载依然稀缺 ,

直到 19世纪 30年代 ,才出现了有关这种语言的详细介绍 ———卫

三畏的两篇专题文章 。

卫三畏是美国传教机构美部会派给广州传道团的印刷工 ,

1833年到中国 ,后成为美国驻华使团的成员 。他在华期间 ,对中

国社会历史文化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名著《中国总论》是其代表作 。

他显然很快对广州英语产生了兴趣。1836年 1月 ,他在出版于广

州的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广州英语:它的起源与应用;中

国人学习英语的模式;中外人士会话举例》的长篇文章 ,全面论述

了这种在他看来很值得向西方读者介绍的语言。这也是第一篇专

门论述广州英语的文章。1837年 10 月 ,兴趣未减的卫三畏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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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中国人学习英文的词汇表》一文 ,向读者介绍他所见到的一

种广州英语词汇书和一种澳门葡语词汇书。①相比之下 ,为有关研

究者征引过的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介绍晚了半个世纪 ,而且

远比卫三畏的专题文章简略。

卫三畏所介绍的两本词汇书的名称分别为《澳门番语杂字丛

抄》和《红毛买卖通用鬼话》 ,都是佛山的书肆印制的 ,并且都没有

编著者的署名。②前者是“葡语单词和短语的总汇” ,是“专为住在

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编写的 ,共有 34页 ,包括 1200个单词

和词组 ,分为 16个栏目 ,如食物 、社会关系 、自然物品 、买卖用语 、

家私名称 、度量衡等 。在每个栏目之下有足够的日常生活交际用

词。这些词或词组分栏排列 ,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读音 。” ③

卫三畏给出的几个例子显示 ,前面介绍过的中国人处理广州

英语读音的方式是从澳门葡语承袭的。他还提到 ,“在这个小册子

的封面有一个葡人的画像 ,身着 1600年的衣装 ,头戴三角帽 ,洒了

粉的发辫 ,穿短马裤 ,佩带短剑 。” ④这表明澳门葡语在广州英语取

得优势地位后 ,不仅没有消亡 ,而且还有所发展。印光任和张汝霖

所编《澳门记略》篇末所附清代前期澳门葡语的词汇不到 400个 ,

而到鸦片战争前夕卫三畏所见的词汇书 ,则扩大到 1200 个 ,反映

这种语言经历了不断丰富的过程 。而且 ,他认为这是类似的小册

子中编得最好的一本 。⑤

另一本广州英语的词汇书则没有得到卫三畏的好评 ,这不仅

因为它极其简略 ,而且因为这本将英文称为“鬼话”的书 , “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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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将事物和职位的名称完全没有必要地加上了污辱性的`鬼'

字” ,不像前一本使用“外国”这个字眼 。“仅它的书名就让人想要

重新编一本” 。他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澳门番语杂字丛抄》出自同

一个编者。①亨特也提到 ,直到 1882 年他著书时仍保存着一本叫

《鬼话》的小册子 ,是“在广州商馆附近出售”的 。② 这应该是他在

广州期间(1826 —1844年)购买的 ,因此很有可能与卫三畏所介绍

的是同一种 ,但他在介绍时将原书的书名作了简化 。这种“鬼话” ,

无疑是记载广州英语的珍贵文献 ,但他们所说的这一本 ,今日似乎

已不复可睹。

不过 ,与《鬼话》名称不同但内容相似的广州英语词汇书 ,近年

却有所发现。1998年 ,周振鹤先生撰文介绍了他在台湾访获的一

种《新刻红毛番话》 ,并详加考索 ,力图为近 400个广州英语的词汇

注出相应的英文单词 。③ 笔者亦见到一本名为《红毛通用番话》的

小册子 ,前文已经多次引用 。两相对照 ,可以发现二者差别极微 。

这两种小书与卫三畏和亨特介绍的《鬼话》是否一样? 虽然我们因

看不到《鬼话》而难以完全断定 ,但据已有资料 ,还是可以看出它们

之间有极为相似之处 。卫三畏介绍 ,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只有

16页 ,所收词汇少于 400个” , “词汇被编排成 4类 ,分别是数目 、

人与物 、会话用语和食物名称” 。④这与《红毛通用番话》和《新刻红

毛番话》基本上是一样的 。两种《番话》所收词汇均少于 400个 ,所

分门类都是:生意数目门 、人物俗语门 、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 ,

这些都与卫三畏所说的一致;《红毛通用番话》为 8叶即 16页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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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鬼话》相同 , 《新刻红毛番话》则为 6叶即 12页 。亨特说他所见

《鬼话》“封面上画着一个身穿上一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 ———戴

着三角帽 ,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 ,手上还拿着一根手杖”①。

摆在笔者面前的《红毛通用番话》的封面 ,与亨特的描述完全相符 ,

亦与周振鹤先生对《新刻红毛番话》封面的描述一致。②

这就说明 ,这几种广州英语的词汇书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

都是基本相同的 ,很有可能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关于这

些词汇书印行的年代 ,卫三畏在 1834年首次撰文介绍广州英语时

所看到的词汇小册子还只是“手稿”即抄本 ,而在 1837年他见到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及《澳门番语杂字丛抄》 , 就立即发表了评

述。③这表明 ,广州英语的词汇书很有可能是 19世纪 30年代中后

期才开始刻印流行的;在此之前 ,基本上是以辗转传抄的形式存在

的。④以上所提到的几种词汇书 , 应该都是鸦片战争前几年刻

印的 。

刻本并不一定比抄本完善 。卫三畏所见到的抄本 ,有的“有相

当可观的规模 ,所录词汇和短语达到 3000 个之多”⑤。可见刻本

只是将最常用的词汇收录 ,便于初学者速成 。而且 ,从抄本到刻

印 ,中间经过多年的变化 ,错误辗转累积 ,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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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书中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注音 。但在有关手抄本甚为稀缺的

情况下 ,这些词汇书作为可以见到的广州英语文献 ,具有相当重要

的研究价值。

数种刻本词汇书的出现 ,是广州英语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 ,也

反映了 19世纪 30年代中西交往总体规模的扩大 。由于越来越多

的人卷入中西商业与文化交往之中 ,才出现对大批刻印 、不断再版

的词汇书的市场需求 。这些词汇书其实就是初学者的教科书和备

查的词典。鸦片战争后若干年间 ,随着中西交往与冲突的进一步

发展 , “中外交往的共同语言”即广州英语在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的作用更为突出 ,客观上促使这种语言走向更为完善的形式 ,表现

为新的 、更好的广州英语词汇书的出现 。

鸦片战争后广州英语的词汇书 ,现在存世的也不多。有一种

约刻印于咸丰五年(1855年)的《华英通语》 ,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

家福泽谕吉 1860年访问美国时在旧金山获得 ,回国后为之增订 ,

以假名注音 ,现收于《福泽谕吉全集》中 ,周振鹤先生曾予以介绍 。

它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按事物分类的词汇 ,一共有三十七类 ,如天

文类 、地理类 、人伦类等;第二部分是不便分类的单词及简单会话 ,

外加长句类……不管是单词还是句子 ,都用汉字注明其读音 ,再翻

译成相应的中文意思 。”① 从这一段介绍来看 ,咸丰年间的广州英

语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英语 ,在几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

展。其一 ,它所收的词汇数量明显扩大 ,分类也更细 ,比《鬼话》或

《红毛通用番话》之类的小册子丰富得多。其二 ,它已包含了英文

单词 ,并置于首位 ,其次才是汉字(广州话)注音 ,再次是中文意译 ,

这与以前在中文词汇下以广州话注“英语”读音的方式相比 ,实为

长足的进步。其三 ,它也打破了原来只有简单词汇和短语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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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较多的表达语式 ,如简单会话之类。这反映广州英语本身

开始具备它的书面形式。能够这样做的编者在当时依然不多。据

该书序言 ,可知编者为“子卿” ,他“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所 ,凡

英邦文字久深切究”① ,受过正规的英语训练。

7年之后 ,由唐廷枢编著的一种更大部头的辞书在广州出版 。

唐廷枢为近代著名买办 ,他的父亲在 1840年前后将他们三兄弟送

到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学习 ,故人谓其

“少游镜澳 ,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 ②。唐廷枢在 1841年进入该校

肄业 , 1850年该校停办后 ,他又转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

香港所办的学校继续学习。③这两个学校都由来自英美的教师任

教。10年学习使他打下了深厚基础。1851年到 1857年他在香港

的司法机关充任译员 , 1858年到上海海关任总翻译 , 1861年起在

怡和洋行任买办 。这种经历 ,表明他的英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人

中是屈指可数的 。1862 年 ,广州纬经堂刻印了他的《英语集全》 。

张玉堂所作的序文云 ,唐氏在广东期间(很可能是执业于香港时),

“留心时务 ,立志辑成一书 ,以便通商之稽考。但卷帙浩繁 ,一时未

能卒业。迨北游闽浙 ,见四方习英语者谬不胜指 ,而执业请讲解者

户限为穿 。唐子厌其烦而怜其误也 ,于是决志取前未竟之书 ,急续

成之 ,凡阅二年而脱稿 ,标题曰《华英音释》 。” ④ 从这段话可知 ,唐

氏编纂该书开始于 1858年之前 ,而重编旧稿则始于 1860年 ,且原

定书名为《华英音释》 。

《英语集全》共 6卷 ,线装 4册 ,笔者所见的一部装订混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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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各卷相互穿插 ,页码错综 ,须详加披阅 ,方可见其全貌。该书的

规模已脱离小册子的阶段 ,而进入著作的行列 。卷前有一篇英文

短序和介绍英语常识的《切字论》 、《读法》两篇文章 。作者已经认

识到用汉字注英文读音的弊端 , “若读者不留意于文字 ,只见字读

字 ,当住而不住 ,不当住而住 ,不但傍〔旁〕人不识其所云 ,即自己亦

不晓其所读也” 。在没有更好的注音方式的情况下 ,唐氏发明了一

些方法来区分音节 、舌尖音 、卷舌音等 ,反映他对准确读音的追

求。①全书正文共 514 叶 ,纲目详细 ,将英文词汇分成数十个门

类 ,收词汇 、短语 、简单句子在 6000个以上。该书的编纂方式仿佛

今日的汉英词典 。以汉语字词为主 ,下以中文注英文译音 。旁边

另有一行 ,上以西文字母注该汉字的读音 ,下为与该字相应的英文

单词 。

《英语集全》是兼备词典和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著作。书中英

文表达正确 ,兼具口语和书面语 ,而在注音和句子的准确性方面 ,

与20年前的广州英语几同霄壤。如果以读音不准 ,没有句法 ,不

具备书面形式为广州英语的本质特征的话 ,则该书已不属广州英

语的范围 ,而是标志着中国人学习英语语言知识的第二个历史阶

段的开端。但唐廷枢实际上难以完全脱离广州英语的束缚 ,仍然

采用广州话注音 ,例如 ,他将英文字母 C 注音为四 ,G 注音为志② ,

便是典型的粤人读法 。该书依然承袭广州英语的传统 ,可以说 ,它

是广州英语发展的结果 ,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历史联系。

无论是《英语集全》 ,还是其他以粤音注英语的此类书籍 ,都已

不能满足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有关人士的需求 。于是 ,那

里的有志之士便产生将这种语言本地化的想法。早在 1860年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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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名在上海的宁波人士 ,合资刻印了一种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话

注解》 ,编著者是冯泽夫。他在自序中指出编纂该书的原因是 , “向

有《英话》一书 ,所注均系广音 ,好学者仍无把握 。”① 该书是用宁

波话注解 ,但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

的诞生 。到 1874年 ,曹骧所编的《英字入门》问世 ,才赋予已经流

传的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他在序中陈述编书的理由 ,是当时

缺乏以上海话注音的英语读本 。他认为以往的《英语集全》等书虽

“皆殚精竭虑 ,足以嘉惠后学 ,然所注均非沪音 ,我邑人欲习者 ,均

以未易学步为憾……爰不揣鄙陋 ,辑译是书 ,注以沪音。”② 到这

时候 ,广州英语就结束了它作为中西民间交往通用语言的历史 ,正

式让位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

(四)

这种没有句法 、逻辑不清 、词汇有限 、读音不准的广州英语 ,是

鸦片战争前 100多年间中外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 。向西方读者详

细介绍了这种语言的卫三畏以近乎谴责的态度说:“由于汉语习惯

在其中的存在 ,在英美人士的听觉上引起的混乱 ,再加上糟糕的发

音 ,使这种粗俗土语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交流工具。”但他不得

不承认 ,它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③它承载了

一个多世纪影响深远的中西经济 、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交流与冲

突 ,沟通了两个缓缓相遇的世界。

按照卫三畏的叙述 ,广州英语和澳门葡语在地域上有相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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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分工 ,即澳门葡语是在澳门的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通用

语言 ,而广州英语主要在广州使用 ,它的流行之地还有广州附近的

“黄埔和伶仃”。除极少数中国人可以使用马来语和孟加拉语的例

外情况 ,广州英语是这个地区“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交谈的惟一媒

介” 。① 但实际上 ,由于清政府限制外国人在广州居住的时间 ,在

非贸易季节只允许他们住在澳门 ,以致英美等国的贸易公司 、商行

在澳门建有住宅 ,有些人长期在那里居住。这在客观上为广州英

语在澳门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同时 ,由于 19世纪 30年代伶仃洋

是鸦片走私的基地 ,而外国鸦片贩子主要来自英美 ,交易的语言很

自然地就是广州英语 ,这势必也给邻近的澳门带来影响。我们从

中文史料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林则徐给道光帝的一份奏摺

中所提到几个鸦片贩子 ,钟亚二“向在澳门找换银钱度日 ,与各国

夷人多有认识 ,通晓夷语” ;彭亚舍“向在澳门佣工度日 ,略晓夷

语” ;吴亚平则“向在澳门居住” ,也是“略晓夷语” 。② 与主要来自

英美的鸦片贩子交流的语言 ,当然是广州英语 ,而非澳门葡语。这

证明澳门也是广州英语流行的地点 。在鸦片战争之前 ,广州英语

甚至已不仅流行于广州—澳门地区 ,而且开始传到广东以外 。

1834年 ,闽浙总督就向道光帝报告说 ,福建沿海“甚有奸民之贸易

广东者 ,习学番语 ,即在澳门交接夷人 ,勾引来闽”③。至于鸦片战

争后广州英语竟一度流行于上海一带 ,就更非卫三畏写文章时始

料所及了 。

广州英语充当所谓“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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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外贸易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 。卫三畏说有数以百计的中国

人会说广州英语 。我们从鸦片战争前后的有关资料来看 ,这些人

包括通事 、店主 、买办 、杂役以及部分行商等 。正是这些处于社会

下层的人士 ,使用广州英语 ,直接与外国人接触。前文所引一个外

国商人与店主的对话 ,证明有些店主会说广州英语。日常为外国

商人服务的买办和杂役等 ,基本上都必须能够以广州英语与服务

对象沟通 。鸦片战争时期 ,曾有人为买办下了一个定义:“凡土人

晓习夷语 ,夷人买卖 ,从中为之说合者 ,名曰 毡 。”① 曾经协助琦

善办理“夷务” 、后被清政府惩处的鲍鹏 ,则是未领牌照 、私自充任

买办的例子。② 他后来因为“通晓夷语”而被琦善从山东带回广

州 ,与英国人交涉 。至于与外国人交涉的杂役人等 ,也因生计需

要 ,或多或少地学会一些“夷语”即广州英语 。例如林则徐在 1839

年 11月向清廷汇报禁烟情况的另一份奏摺中 ,就提到贩运鸦片的

几个人:给“荷兰国夷人番巴臣充当沙文”的黄添化 、“捕鱼为业 ,平

时驾艇在洋 ,常傍夷船湾泊”的彭亚开 、“向系驾船载送客货”的邓

三娣等 ,均“通晓夷语”或“渐习夷语” 。③ 1830年 ,美国传教士裨治

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日记中记载 ,广利行行商茂官(卢

文锦)之弟正在“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习英语④ ,此人可能

是后来的茂官卢继光。鸦片战争期间 ,英军在江 、浙沿海侵略 ,办

理交涉的耆英需从广州调遣“英吉利素所深信”的行商前往协助 ,

两广总督祁 除将怡和洋行伍敦元之子伍崇耀派去外 ,又加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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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谙练 ,且能解夷语”的同顺行商人吴天恒之胞兄吴天显前往 。①

这都说明十三行商人中亦有习广州英语者。

这些人(特别是通事)是以广州英语为主要生活技能 、以提供

语言服务为主要职业的一个群体 。由于职业原因 ,通事应该是英

语水平最高的一群。当然 ,他们的所谓英语水平也是相对而言的 。

卫三畏对通事们曾有一番描述:“`通事' 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阅读最

简单的英语文件;能听懂两个英国人之间普通对话的也只有 2 到

3个 。在英国的人们也许设想中国人会乐于接受教导 ,以使自己

具有职业需要的素质 ,但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通事曾经向外国人寻

求帮助 ,或者想过接受英语方面的任何课堂教育 。他们从与外国

人的对话中 ,从词汇书和本地教师的教导中拾掇词句 。”②但他们

所发挥的作用 ,却不可小视。他们虽然没有掌握正规的英语知识 ,

但他们凭借对广州英语的熟练运用 ,不仅活跃在中外贸易的各种

场所 ,而且还成为中外交涉中必不可少的桥梁 。

正式的通事一般由粤海关监督委派 ,领有专门牌照 ,负责与外

商联系 ,充当中外交涉中的使者和译员 ,并办理与中外贸易有关的

一些具体事务。如林则徐查禁鸦片时 ,就曾“传讯洋商 ,将谕帖发

给 ,令其赍赴夷馆 ,带同通事 ,以夷语解释晓谕”③。鸦片战争前通

事履行职责的一般情形 ,这里毋庸赘述 。鸦片战争期间 ,会说“夷

语”的广东通事 ,以及一些“通夷语”的买办人等 ,成为中国沿海地

区军政官员争相征调的目标。前已引述耆英征调十三行商人之

事。1842年 6 、7月间 ,因“英夷在江浙一带滋扰 ,现在船只日渐增

加 ,恐分窜各处 ,即欲晓以大义 ,喻以利害 ,一时难得说话之人” ,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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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先想到的是“英吉利素所深信”的“洋商伍敦元一家” ,但考虑

到伍敦元“年逾八旬 ,恐不能前来” ,要广东方面“即择该商兄弟子

侄内 ,能同夷人说话了事者 ,酌调一二人 ,饬令星飞来苏” 。可见其

对能通“夷语”者的急切需要。祁 除派伍崇耀和吴天显应征外 ,

“并选派通事二名 ,饬令随同飞速兼程赴苏” 。① “扬威将军”奕经

在浙江活动 ,俘获“白黑夷人” ,亦依靠“广东送来通事二名 ,熟悉夷

语” ,方能“连日隔别诘问” 。② 其后再获英兵 ,他又“饬令参赞大臣

文蔚 、浙江巡抚刘韵珂 ,派员带同通事 ,随时讯问”③。台湾镇总兵

达洪阿审讯英俘 ,也是靠“能传夷供之宋廷桂 ,及续经访出通晓夷

语之何金”④。而琦善受命南下广州办理“夷务”之际 ,因一时无法

访得合适人选 ,便在路过山东时将“自幼学习夷语”的鲍鹏带上 。

鲍鹏这样一个低级买办 ,因躲避林则徐追究其贩卖鸦片之责的逃

犯 ,只因“粗晓夷语” ,即具有广州英语的知识 ,先由他的亲戚 、山东

潍县知县招子庸举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 ,再由托浑布举荐给琦善 ,

竟一度成为办理“夷务”的关键人物 。1841 年 1月 27日 ,琦善与

义律在莲花冈船上谈判 ,屏退广州知府 、十三行商人等向来办理交

涉的人物 , “只令鲍鹏一人在船传话” ,原因是中方“仅止鲍鹏通晓

夷语” 。⑤ 战争已经把对外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凸现出来了 。

鸦片战争后 ,五口通商 ,外语人才亦为广州以外各口所需。于

是能操一口“夷语”的广东籍通事 ,便一度成为江 、浙 、闽各地广为

招徕的人才。即以 19世纪 50年代以后成为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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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而论 ,在开埠之初 ,“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 ①。他们所发挥的作

用 ,当然随之超出了广州口岸的范围。

在鸦片战争时期 ,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对广州英语感兴趣 。这

里以林则徐为例 。他组织编译外文书刊之举措 ,所用的都是当时

受过外国人专门训练的专门人才 ,主要有:曾受教于英美传教士的

梁进德 ,先后在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和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的袁

德辉 ,曾就学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教会所办康瓦尔学校(Cornw all

School)的阿林(Alum),以及曾在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

希曼(Joshua M arshman)所办学校学习了 10多年的阿满(Aman)。

他们都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 ,似乎与广州英语关系不大 。不过 ,看

来他们也难以完全摆脱广州英语的影响。如袁德辉曾于 1839 年

在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林则徐告示的译文 ,是“第一篇中

国人用英语写的文献”②。但这篇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 ,却是

“运用中文表达习惯 ,并且像他们自己的文献一样 , 是没有标点

的”③。至于林则徐本人 ,在当时情况下了解英语知识 ,更需借助

广州英语 。他在广州期间 ,曾辑录许多洋务资料 ,任陕甘总督时 ,

其幕僚陈德培录其“千分之一” ,名之为《洋事杂录》 。《洋事杂录》

中有一些用汉字书写的外文名词读音 ,显示了明显的广州英语风

格。如“正月”注音为“占玉华利”(January),十二月注音为“地心

罢”(December)。又如 1到 12数字 ,林则徐分别注音为“温 、都 、地

厘 、和 、辉 、昔士 、西问 、噎 、年 、颠 、林 、打拉”④ ,都与《红毛通用番

话》中的注音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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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英语在鸦片战争前后被应用的另一种情形则显然具有消

极的意义 。那就是它成为鸦片贩子交易的语言工具。上文已引用

过林则徐的两份奏摺 ,其中提到的几个鸦片贩子 ,都“通晓夷语” 。

有些鸦片贩子本人不通广州英语 ,便拉拢会说的人合伙。如一个

叫谭升的人 ,在 1837年春“路遇素识未获之新安县人章亚华闲谈 ,

该犯因章亚华晓习夷语 ,起意商同合伙兴贩鸦片烟获利” ,遂勾结

到一起贩运烟土 。① 在广东以外的地方贩卖鸦片 ,往往也必须借

助广州英语作为交易语言 。1834年 ,福建晋江就抓获一个叫王略

的鸦片贩子。他曾在“广东澳门生理 ,常与夷人交易 ,能通夷语 ,稔

知夷情”②。1833年底 ,他将鸦片船从广东海面引往闽洋 。如果说

当时的鸦片贩运网络依其距离外国鸦片船的远近可分为多个层级

的话 ,那么广州英语就在关键的第一层级充当了罪恶的工具 。这

当然不是这种语言的罪过 ,而是它的不幸。

(五)

广州英语的存在 ,注定只是一种历史现象 。它虽然大体上可

以满足鸦片战争前后以贸易为主体的中西交往的需要 ,但是它的

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就在广州英语大行其道之时 ,已经

有一些具有远见的中国人 ,开始自发地寻求正确的英语知识 。这

是在反省了广州英语的固有缺陷之后进行的可贵努力 。除上文已

经提到的林则徐的四位译员之外 ,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例子 。

1805年春 ,一个叫容三德(Yong Sam-tak)的广东青年 ,专程

到伦敦的一个寄宿学校学习英语。后来他与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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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早期中西文

化交流史上留下值得注意的一笔。①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

中国人到海外学习英语的记载。1812年 ,一个叫秦三才的 22 岁

的青年 ,从澳门附近的乡村 ,第二次前往美国纽约(他第一次到美

国的时间在 1810年之前),希望“获取英语知识 ,以便能做一个通

事” 。显然 ,他已经不满足于在他的家乡可以很方便地学到的广州

英语 ,而是试图到彼邦掌握纯正的英语 ,跻身高等通事的行列。但

在开始时 ,他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栖身于

中国移民群中打工度日。直到 1816年 ,他才得到一位尼奇太太和

她的儿子约翰·尼奇(John Nitchie)的帮助 ,到一位神学院教授开

办的主日学校学习英文 ,同时由约翰·尼奇在晚上教他语法等方面

的知识。在此后的一年里 ,他的英语水平迅速得到提高 ,能够将马

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的某些章节回译为英文。②1824年 ,后来成

为林则徐译员的阿林(William Alum)和他的兄弟阿兰(Henry

M artyn Alan)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教会所办的康瓦尔学校学习 。该

校先后有 5名中国人就读 。③1832 年 ,另一个叫阿林(Ah Lun)的

15岁的中国少年 ,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米都城(Middletow n)学

习。当两年后他陪同美国传教士伯驾到中国时 ,已经有了相当的

英语基础 。④没有条件到海外求学的人 ,也在广州寻求机会。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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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裨治文刚到广州 ,就有 3个 10到 15 岁的少年跟随他学习英

语。①中国人集体接受正规英语训练 ,则是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1818 —1843年),以及先后在澳门和香港开办的马礼逊教育会学

校。②

鸦片战争后 ,尽管广州英语依然风行 ,以后更有洋泾浜英语代

之而起 ,但毕竟渐渐难登大雅之堂 ,不仅民间寻求正规英语知识者

日众 ,而且官方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1861年 1月 13日 ,奕 等

上奏设立同文馆 ,以改变“语言不通 ,文字难辨”的状况 。不过它在

开办之初 ,仍需借助广州英语之力 。奕 等奏陈:“闻广东 、上海商

人 ,有专习英 、佛 、米三国语言文字之人 ,请敕各该省督抚 ,挑选诚

实可靠者 ,每省各派二人 ,共派四人 ,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 ③ 这当

然只是应一时之需 ,后来便聘请洋教习 。到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时 ,

李鸿章一开始就认为会英语的“广东 、宁波商伙子弟”不可靠 ,不仅

“资性蠢愚 ,心术卑鄙” ,而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 ,兼识洋字者

十之一二 ,所识洋字 ,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 。④ 所以该馆

在开创时期 ,即聘请先后在马礼逊学校和美国受过教育的黄胜和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英文教习 。

还应该提到的是 ,外国人也是广州英语的使用者。他们可以

很快“学会这种完全漠视读音和句法规律的语言 ,它对与中国人进

行的商业交往已经足够 。他们可以很快熟悉这种土语 ,在很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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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便会将学习中文看作一件无用之事 ,一种无法完成的任

务。”①相应地 ,这些外国人中既有寻求正当交易的商人 ,也有追逐

肮脏利润的鸦片贩子 。

最先试图为改变广州英语“谋杀”纯正英语状况而努力的是英

美传教士。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 、英国伦敦会的马礼

逊在广州生活了 20多年的时间 ,一直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

究。他于 1815—1822年间出版了 6巨册的《华英词典》 。他除编

写过其他几种供西方人士学习中文的工具书外 ,还“编纂过一本

100页的英文语法书” , “供马六甲英华书院使用” 。②卫三畏在

1836年还提到:“在广州有人正在编纂一本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

的书 ,已进行了一年半 ,但尚未完成。”③次年 ,他再次撰文强调出

版这种著作的重要性:“一本通俗易懂的文选和词典 ,能教给本地

人外文词汇正确的以汉字和英文标注的读音 ,还能指导他们在说

话时注意一下性别 、时间 ,将是改善目前的不规范的广州英语的极

好方法 。”他还说:“出版这样一部著作 ,也许是一个以发扬实用知

识为目标的协会的业务范围内的事情 。”④这个“协会” ,系指 1834

年成立于广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它在 1841年资助出版

了一部《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该书出版于澳门 ,作者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这部 778

页的大部头著作 ,其正文分为 3栏 ,左边一栏为英文句子和段落 ,

中间一栏用广州话将其汉译 ,右边则用罗马字母将广州话的发音

标出 。作者表示 ,编著此书是想达到“向欧洲人提供与中国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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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工具 ,并在中国人中传播英语知识”的双重目的 。①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在同文馆 、广方言馆等机构任教的洋教习如丁韪良 、林

乐知等 ,则具体地将卫三畏 、裨治文等人“传播正确的英语知识”的

想法付诸实践。

1862年《英语集全》的出版表明 ,虽然在 19世纪 50年代后广

州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已经丧失 ,但广州英语的余音

尚在 。很难确定广州英语是在什么时间消逝的。从洋泾浜英语在

19世纪后期乃至 20世纪初叶仍在上海大行其道的情况来看 ,广

州英语在岭南地区可能也还有一定的市场 。这样计算起来 ,广州

英语存在了大约两个世纪。它虽然有如上所述的诸多缺陷 ,但它

毕竟充当了中外交往的工具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

替代的 。这是其主要历史意义所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很不地

道的广州英语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现代英语中的不

少词汇即来自广州英语。这一点 ,需要语言学家作专门讨论 。

前文已经指出 ,广州英语是从澳门葡语演化而来的 ,因此它并

非完全意义上的创造 。应该说 ,澳门葡语的出现较之广州英语更

具有创造性 。但在语言交流史上 ,澳门葡语也不能说是汉族人学

习异族语言的最早尝试 。翻检旧籍 ,可以发现更早的事例 。明洪

武二十二年(1389年),翰林院侍讲火源洁著成一部《华夷译语》 ,

“以汉字译写胡语”②,即用汉字为蒙古语词汇注音 ,形式与后来的

《红毛通用番话》相同 ,但较后者更为规范 ,对喉内音 、舌头音 、顶颚

音 、急读带过音 、急读合口音等 ,均加以注明 。火源洁“乃朔漠之

族 ,生于华夏 ,本俗之文 ,与肩者罕”③ ,因此才编写出较后世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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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之类的小册子远为高明的《华夷译语》 。当然 ,蒙古民族后来与

汉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 ,同清代中国人与西洋人的关系不同 。但

清代孙毓修在重刊该书时写了一篇跋文 ,说“火源洁本元人 ,仕元 ,

有朝鲜 、流〔琉〕球 、日本 、安南 、占城 、暹罗 、鞑靼 、畏兀儿 、西番 、回

回 、满喇加 、女真 、百夷十三国译语 ,元时有汇刻本 ,亦名《华夷译

语》”。又云:“《经厂书目》载增订《华夷译语》十一本。”① 则一代

语言大师火源洁所著“译语”类的著作 ,非仅限于蒙古语 ,还涉及多

个国家的语言。

火源洁的努力 ,说明了他所处的时代 ,人们已主动开展对异族

语言知识的追求 ,表明“以汉字译写夷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

的时间 。从元代到清代 ,中国人在掌握外族语言方面的传统和热

情表明:限制对外交往和排斥外来文化 ,即所谓“闭关政策” ,在很

大程度上只是统治者巩固权力的手段 ,而非中华文化固有的本质

使然 。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博士 、

研究生肖艳芳的帮助 ,谨此致谢!)

〔作者吴义雄 ,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杜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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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w the details of the incident , and tried to coordinate a unified response , he

w as never theless no t bound by any organization , and could maintain a neutral po-
sition.F 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Hu Shi' s attitude in this incident does not

demonstrate that he had become a spokesman fo r the G reat Pow ers and the War-
lo rds.Rather , it is an example of Hu Shi' s“ left-leaning” , and shows that in the

course of his inclination tow ards socialism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 his pa th was

for a time quite close to that of Sovie t Russia and the CCP.

From the Yunjin Guild to the M echanized Silk Weaving Indust ry

Trade Association:The Evolution of Trade Organization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Modern Suzhou Wang X iang(104)……
Suzhou silk handicraft has a long histo ry , and through much of it the Yunjin

Guild was its guild org anization.After the Ming-Qing tr ansitio n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ook up the traditional guild system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guild

w ere weakened.During the la te Qing period , in the w ake of deep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 the old-fashioned guild character of the Yunjin Guild faded

aw ay day by day.Though it continued to use the old name , it could hardly be

mentioned in same breadth with pure guild organization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
and it show ed signs of a transition to a bourg eois trade asso ciation.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 a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rial methods of the

Suzhou silk industry w ere undergoing fundamental changes , the Yunjin Guild fin-
ished its own transformation , evolving into its mature state as a capitalist trade

o rganization — “ The Mechanized Silk Weaving Industry T rade Association”.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Y an Qingsheng , Huang Zhenglin(132)………………………

Pidgin English and Sino-Western Intercourse before the M id-19th
Century Wu Y ix iong(172)…………………………………………
From the early 18th to the mid-19th century , the linguistic base of Sino-

Western intercourse was a variety of Eng lish called “ pidgin English” .I t orig inat-
ed from a variety of Portuguese spoken earlier at Macao.Pidgin Eng lish was cre-
ated by the people who were engaged in Sino-Western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
course in the po rt of Guangzhou.I t was used mainly as a spoken language, and

diverged widely from standard English ,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Mandarin ,
Guang zhou dialect , and the earlier Po rtuguese pidgin of Macao.From the

1830' s , various pidgin English vocabularies appeared , w hich w ere used as te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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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and dictionaries.This marks the spread o f pidgin English against the back-
g round of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no-Western intercourse.For over a centu-
r y , Guang zhou' s pidgin Eng lish played a histo rical role as “ th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After the 1860' s , it was replaced by ano ther

pidg in English spoken at Shanghai , due to the fact that Shanghai replaced

Guang zhou as the center of foreign trade.Because of the obvious limitations of

pidg in English , the Chinese began to pursue knowledge of correct Englis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the Republic' s Film Inspection Sy stem

Wang Chaoguang(203)……………………………………………
Because of its wide social influence , film comes under especially heavy scruti-

ny.The Republic' s film inspection sy stem had its origins in the early 1920' s , a-
lo 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a market in film presentation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ovies show n.The backg round for its formation was a fear of the

negative social impact of film , and disgust at depictions “ humiliating to Chinese”
in American films.The system emphasized film' s educational role , and paid close

a 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 in plot elements.In practical terms , the system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variety and localization of its inspection structures , and the

breadth and mo rality of its inspection standards.In the initial stages , the Repub-
lic' s film inspection system embodied w hat w ere to be its consistent characteris-
tics — nationalist sentiment and concern fo r moral education.That educational

circles suppor ted , advocated , and par ticipated in the film inspection system re-
flects the sy stem' s marked nativist character.

The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 ies and the Nanjing Security
Zone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Zhang Lianhong(227… )

S tudies on Zhang Xueliang since the 1980' s … Jiao Runm ing(249)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Sun Yat-sen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20th Century”

Wang Jie , Zhang Junyou(283……………………………… )

An Inquiry into Refo rmers' Conspiracy to Arrest the
Empress Dow ager Ci Xi Fang Delin(302…………………… )

Eng 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Du Jidong and edited by A lexander B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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